
古书体例研究与古书辨伪

——以孙德谦、刘咸炘、余嘉锡为中心的考察
赵  争

摘  要：对古书疑伪活动的省思与疑古辨伪活动一道，辩证地完成了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在古书疑伪活动的刺激下，古书体例研究作为回应古书疑伪活动的核心问题被提出，进而将对古书的这次反思带向更广阔、更深邃的思考层面。除来自“古史辨”内部的省思外，已有学者较早注意到了古书体例与古书辨伪的关系问题，并以传统的校雠学为资源展开论列，孙德谦、刘咸炘、余嘉锡为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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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史辨》的出版为标志，众多学者参与其中的，对我国古书进行大规模审查的疑古辨伪活动，取得了相较以往更为令人瞩目的成就，被称为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
此次对古书的反思，其精彩之处除了其规模、方法上的突破之外，更可贵之处还在于考辨古书的同时，对考辨活动本身所进行的方法论反思。如1924年出版的吕思勉《经子解题》一书就将古书体例与古书辨伪的关系作过探讨，其“近二十年来，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没訾议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耳”之语令人印象深刻。
胡适开疑古辨伪风气的同时，对有关问题保有了足够清醒的认识，其于1931、1932、1933年的三篇有关老子问题的文章中进行了有关方法论的思考。
同样，傅斯年的态度也有前后的转变，尤其是其写于1930年的《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一文，明确提出古书自有不同于现代之体例，“已发展出一些足以破解疑古思想的论述”，
“几乎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可以破解疑古过勇的唯一有效途径”。
其实除来自“古史辨”派内部的省思外，已有学者较早注意到了古书体例与古书辨伪的关系问题。本文即论略孙德谦、刘咸炘、余嘉锡有关古书体例的研究。
1、 孙德谦的古书体例研究

 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一字寿芝，号益葊，江苏元和（今苏州吴县）人。少喜高邮王氏之学，通声韵训诂。后病考据诂训饾饤琐碎，继而转治诸子之学。于清儒独契章学诚，进而上及刘向、歆父子之学。1911年后，寓居上海，与张尔田、王国维三人为沈增植称为“海上三君”。六十岁后历任上海政治大学、大夏大学教授及广州学海书院教席。一九三五年因胃疾卒于上海。孙氏精于校雠学，
其病字词考据之琐屑饾饤，读书务玩大体，而尤重探求古书义理。其惜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一书，“仅求之一字一句”而“无能观其会通”，故撰作《古书读法略例》，除欲为初学指示门径、指示体例外，对近人疑古之说也辟之甚力。

《古书读法略例》卷一之“反征”、“知意”、“逆志”等例，卷二“统上文而说乃通例”、“统下文而义自明例”，卷三“读书宜辨章法”、“文法”例、“古书理相违者分观例”，卷五之“善推”、“得间”、“读书不求甚解例”、“读书不破常解例”及“古书不尽言例”及卷六“论世”、“读书不存己见”等例，均可见孙氏读书务玩大体、尤重义理之意。尤其“读书宜辨家数”及“宗旨”两例，谓于学当先辨其家数，首即唱“诸子出于王官”，以排抵“诸子不出王官”论。其谓古人为学自有家数，不辨于此，则“索解而不获”，于是非处不“失之臆断”，即失之“附会”，而“致上诬前修，下误末学，弊将不胜言矣”。
其谓近世《伪经考》之作，
而“吾国古书几皆可以伪造废之矣”，如能谙熟类例，推究古书宗旨，则“决不敢轻易言之曰伪书、伪书矣”。
孙氏“读书宜辨宗旨”条，举经、史、子三部之例以明书有宗旨，以辟疑古过勇之说。其谓“古书自汉以来，由口耳著之竹帛，其后板刻既行，书出益多，固不能一一辨说之”，又或自诩能辨真伪者，及辨其家数，考其宗旨，“而郢书燕说者则甚众”。方今疑古者为多，然则疑古可也，而不辨其宗旨，“特不过自逞臆断耳”，此亦“古书之厄”。 

孙氏读书重识大体，贵于得法，而读古书所贵知之法中，有不少即为古书体例。如卷一“事同义异”、“文同意异”、“传闻”诸条例，卷二“两书不可牵合”、“两书不可强同”例，卷三“读书宜辨家数例”、“读书宜辨宗旨例”、“古书事相类者连载例”，卷四“古书自为经传例”，卷五“阙疑例”、“分篇例”，卷六“言公”、“避讳”、“寓言”诸例等。“古书自为经传例”申论古书经传自有剖别，体例具存。不仅六艺有经有传，诸子、诗赋也自有经传，至如史书，则纪为经，列传为传。“分篇例”论古书分篇体例，首论篇之涵义，由篇之涵义推及分篇之体例，而后涉古书篇、卷的区别。所论分篇体例包括分篇原因及篇之起讫、篇题、书目之篇数、篇次之别、古书单篇别行、古书多因篇行而致重复等，所论颇为深入细微，意见多中肯。

孙氏所列“事同义异”、“文同意异”例均涉及古书之“诸书互见”现象，即先秦、秦汉的不同古书之间，乃至同一古书的篇章之间，有许多文意相近甚至字句相同的文字。如“事同义异”篇略举三例：一为《尹文子·大道上》与《吕氏春秋·壅塞》同载齐宣王好射而悦人之谓己能用强弓，实不过用三石之弓而人皆虚誉其能用九石之事；二是《孟子·梁惠王下》、《庄子·让王》、《淮南子·道应训》同载太王亶父避狄迁岐而民从之事；三为《管子·戒》、《列子·力命》、《吕氏春秋·贵公》同载管仲有病而桓公问归政之人，管仲退鲍叔而荐隰朋一事。
此三例所记文字有异而事件基本相同。孙氏大致认为虽或事同或文同，但因学术流略不同，诸书互见的事件或文字，所含宗旨不同。如齐宣王好射事互见于《尹文子》、《吕氏春秋》，孙氏以为尹文为名家之学，要在“循名责实”，此引齐宣王好射之事旨在讥刺“悦名而丧实”，为名家正名之义；《吕氏春秋》主旨不在辨其名实，而为有慨于左右阿主而直士不进，遂为乱国之大患。
对于“文同意异例”孙氏也大体作如是观，认为“古人立言，各有宗旨”，虽文字从同而“用意自异”。孙氏认为唯有明了古书体例，才能真正读懂古书，而不至于一见诸书互见之文便“疑为绝无异同者”而目之为伪书。

又“传闻”、“阙疑”及“寓言”诸例所言为古书中之常见情况。“传闻”篇，《论语·述而》中孔子对公西华谦言不厌不倦之语，《孟子·公孙丑上》则记为孔子与子贡之语；《说苑·建本》所及孔子之言，按之《论语》实则为有子之语。其“阙疑例”，申论此“传闻异辞”的现象并总结出古书阙疑之例。且古书中同记一事，其人则此书作甲而它书作乙者，不可胜举，诸如此类而无从判别，则“守阙疑之义，而又明乎寓言之例”，才于古书可通。孙氏谓古书中“寓言”之例为“依托”，即“其人或据相传之学说而笔之于术，或不必相传者，而欲使吾之学说见信于人，遂不复自留姓名，以古人称之，所谓寄辞于人也”
。在孙氏看来，此亦为其所总结“言公”之例。孙氏此“言公”之说本之章学诚而分类转精，包括有书为后人所撰而仍署古人之名者，有其书体裁各异而文全袭前人者，有古书不提撰人而作者不可考者等，其于古书为后人所撰而托名古人例云近人好辨伪书，但当思古人有此言公之识，故学者当知古书有此依托之例，不必视依托为伪造，如此则可“毋轻言伪书”。

孙氏认为这些具体而微的条例，均是由更为根本的古书类例来决定的。孙氏早年另著有《刘向校雠学繤微》一书，
较为集中地展示了其有关见解。《纂微》所论古书类例，孙氏目为校雠之要。其书“分部类”条即引郑樵语：“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认为部类之分诚为校雠之要务。
孙氏认为部类剖别定自刘向，由其首分六略，举其大纲，略下设目，从而使古书“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次第秩然”，故以此部类条别而能推寻书之要旨、学之界略者，为刘向校雠之所以可贵也。

2、 刘咸炘的古书体例研究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祖父刘沅，字止唐，父亲梖文，字子维，均为蜀中知名学者。刘氏自幼从父兄就教，于1926年受聘于成都大学，此后便一直任教蜀中。刘氏不广交游，一生短暂而简单，但其笃学静思，著书共二百三十五部，四百七十五卷，总为《推十书》。刘氏著作探究校雠之学者，略有《续校雠通义》、《目录学》、《校雠述林》、《旧书别录》等。《续校雠通义》一书始作于1919年，越九年乃初成。刘氏自谓其作意云：“夙好目录，推重纪、章，上下求索，如有所立。爰续章书，以究斯业”
。其书核心内容在于讨论古书由七略到四部的部类流别及相关问题，由书末序目篇，约略可见此书旨意。古书部类、体义之别，实关乎对古书真伪的判断，刘氏《目录学·真伪》引胡应麟语云：“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引祁承爜语曰：“经不易伪，史不可伪，集不必伪，而所伪者多在子”，承此言之，刘氏谓“大氐经有传授，史本实事，皆不易伪”，而为子家“多古书术数”，本“传述依讬之体，说理之文，可恣己意”，故伪者独多。
然“书籍之质素本多混合，而著录者以一书为单位”，且书中之文，叙事者岂无论议之语，抒情者亦有记述之辞，故“部类之标准、配隶之界画，不能极其严明，固势之必然”，“其所分类例不过论其大体而已”，可见古书部类之分固多歧异，则从何而定？刘氏谓其标准，曰体与义。体者，著述之体裁，义者，学术之统系。刘氏认为标准既定，则一切分类均应依此而不当杂用其他标准，“条别著述以义为主，而分别部居则以体为主”。在刘氏看来，昔之著录家往往歧据他端以乱部类，此最为可戒。
刘氏认为六经有传记，然六经之传记非一体，内传依经，外传旁衍，另六籍之外有传说故事亦名为传，与附经之传，同取传述之义，只是其言多不雅驯，
即多虚诞之异说而不似经及附经之传为合理、可信。且不仅经有传，史部正书中也分经纬，子部同样别分经传，亦取大纲委细之义。
且经传之别，于形制上多有反应，以汉世最明，盖“正书皆二尺四寸而传八寸”， 
此实关涉书籍制度。刘氏又论子书源流、子集之别，谓“子书萌芽于春秋，盛于战国，而衰于东汉，原出于古传记，而流衍为唐以后之文集”。
又《校雠述林·文集衍论》专论文集源流、子集之别及读文集之法。《校雠述林·子书原论》论治子之法，刘氏认为后世考论战国诸子者，为不解子书体例，几至于无书不伪之境地，故刘氏以此原论子书之篇，条论子书不皆手著、子书多非成于一人一手而多后世裒辑、子书多重复零碎而不贯等等，若考辨诸子者明乎诸子之为集录，则治诸子者可祛“时代不合之疑”之蔽，因子书自有其体例，故今世考辨诸子者惟恃考检年代，而根本之误则在认子书皆由自作，故而考辨益密而纠纷益多，竟至无书不伪。
刘氏概论四部之别即此可约略见之，以此为纲，其具论古书真伪、篇卷、名目等，颇互见于其《目录学》一书。

刘咸炘《目录学》成书于1928年。
刘氏认为目录学即为古所称之校雠学，其荦荦大者在部次书籍，次而及书之真伪、名目、篇卷，至于校勘异本、是正文字，则为其末务。刘氏对古书体例颇有会心，对古书辨伪理论和方法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首先，对于古书辨伪之学，刘氏提出了一个看似已无需讨论而实则极为根本的问题——何为“伪书”？在刘氏看来，古书考辨之事自古及今，由疏而密，至于近世几于无书不伪的境地，其中多有不了解古书体例，“于不伪处疑伪，以非伪为伪者”，故刘氏云“欲辨伪书，当先明伪书二字之义”，而刘氏之真伪标准至为简明：“伪书者，前人有此书而已亡，或本无此书，后人以意造伪书而冒其名，实非其人之作也”。
标准底定，然后才可论真伪，在刘氏看来，昔人辨伪往往以非伪为伪，其原因即在于对真伪标准“囫囵不析”。

刘氏以前对辨伪方法讨论较详者当属明胡应麟《四部正伪》。对于伪书情状，刘咸炘在胡氏所论基础上作了总结和补充，
分“体别”（缀古事、挟古文、传古人名、蹈古书名）及“意别”（惮自名、耻自名、假重、祸之、诬之、求利与济私）。对于讬之而伪、补之而伪、伪而非伪、非伪实伪等说，刘氏认为胡氏“分析至细”，惜“为近世辨伪者所未审”。
对于胡应麟所总结的辨伪“八核”之法，
刘氏谓前四条可并谓核之著录及他书，而核人之说，刘氏谓不可信凭。且对于考据家所据以为主的考证方法，刘氏认为“实不足为证者”有三：一曰史志未载，因古来目录皆有未及之书不载著录；二曰篇卷不同，因篇卷体别且分合不定；三曰他书文同，或“传述同源”，或“裁证己说”，书有言公之例。
至于近世辨伪书者，古文家多以词气，今文经学家多以经说，刘氏谓“经说固偏畸，而词气亦虚幻，皆不如考证之可凭”，考证者又“不皆详慎”，且又“不皆有校雠之识”；大致“考据家以核时代为良方，而不知辨宗旨，古文家以审词气为长技，而不知辨体例。夫徒核时代，徒审词气，则同时之书固可以互淆，伪古之作亦足以售眩”，
故皆“往往于不伪者疑所无疑，而于实伪者亦证其非证”，故考辨古书，“在前代则患误伪为真，在今日反患诬真为伪，在前代失在考证太疏，在今日反失在考证太密”。
刘氏认为，考辨古书，经说、词气均不可凭，考证盖可据，然须具“校雠之识”。刘氏所谓“校雠之识”，除精详经子、研析部类外，其要当在于熟知古书体例，此即为“凡论古书，必以辨宗旨体例为先”之意。

章学诚在《淮南洪保辨》中已论及有关古书体例，如其论“古人有依附之笔”、“旁讬之言”、“伪撰之书”及“杂拟之文”，刘咸炘在此基础上作了更加详细的总结，计有六类：一曰事之乖谬，谓古书——尤其子书——记事，间或时代抵牾，或一事而异说兼存，或发抒己意，往往借古事以重其说，年岁舛谬，事实颠倒，甚且虚造伪事，近于寓言，似此之类实多，“事虽伪而书则非伪”，若“以所言之误而疑其人之非，则乖矣”；二曰文有附益，谓一书流传写刻，非经一手，或笃古者掇舍而误入他书之文，或好事者改窜而妄加一己之意，更有后人注识之语误入正文而致书中之事延及后代者，固不能以偏概全，以“一节而概疑全体”；三曰传述，概谓古书多非自著，往往口耳相传而后著之竹帛，其书往往为其门人、宾客纂辑而定，故题某人之书不必为其自著而多为其学派一家之言，故若以时事词气绳之，则似“认家谱为始祖之著述”，似此“传述师说”则无所谓造，也不当以伪论；四曰依托，概谓古书多有依托古人为言者，口耳相传以至著于竹帛，中或不能无得失，然虽本无其书，而旨有所出，言有所承，无所谓造，也无所谓冒，若以“时事词气绳之，则犹认词状为告者之亲笔亦”；五曰补阙，谓以己意补古书之阙，则明称为补，补者非作者，既非冒名，亦不自讳，故亦不为伪；六曰讬古，谓己意不自抒而讬古人以言之，借名不同冒名，故不合伪书标准。
考辨古书，于以上六类古书体例当详察，世之不明此古书体例而辨伪书者多矣，其误即在于“不明古人著述之情状”。尤其是以上传述、依讬两类，世多不明于此，以为古书题名即为其人自著，以后世著述之例推古人，而疑伪寖多，几若古子无非伪本，皆不明此传述、依讬类例之误。除此而外，刘氏《校雠述林·术数书》论其书体例及其书校雠之法有疑而不足疑处有五，尤可参。又《目录学》之《名目》篇具论古书命名体例，《篇卷》篇论古书篇卷之义例，多所发明，于古书辨伪多有诤语，颇可参读。

三、余嘉锡的古书体例研究

余嘉锡（1884－1955），字季豫，后号狷庵，或称狷翁，湖南常德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乡试举人。后应常德官立中学、西路师范学堂之聘，教授文史。辛亥后，受聘于常德师范学堂授课。1927年到北京，馆于赵尔巽家，同时辅佐审阅《清史稿》初稿。后与时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结识，即受聘为该校讲师，同时于北京大学、女子师大、中国大学等高校兼课，讲授目录学。1931年，被聘为辅仁大学教授，并兼任国文系主任。1948年，以《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受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后退居还家潜心著述，于1955年除夕在京逝世。余氏学问得于目录学甚深，且其终生之学问，也主于目录之学。余氏认为，目录学的最终目的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氏所谓的目录学，实非狭义的甲乙簿记的目录之学，而是能考辨学术的“学术之史”也。余氏认为“目录不专是校雠版本耳”，谓“古人之备致众本，原以供雠校。……且校雠文字，辨别版本，虽为目录之所有事，今皆别自专门名家，欲治其学，当著专篇”，
可见余氏所谓之目录学，实亦涵盖校雠文字、辨别版本的内容，余氏之目录学范畴实近于郑樵、章学诚之校雠学。郑、章校雠学实为古代治书之学，
其包罗宏富，然其核心内容即在于部类条别，编次类例，故余嘉锡对目录学的理解可谓得郑章精髓，其能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综赅其目录学之旨也可谓于郑章之学颇具会心。因此，余氏虽不赞同广义校雠说，但颇能汲其精髓。

余嘉锡对古书体例的总结集中体现在其《古书通例》一书中。其书又名《古籍校读法》。
《古书通例》虽为余氏授课讲义，但考虑到其时疑古辨伪活动之情状，其授课及成书当有所针对。余氏在《古书通例》一书绪论中论辨古书真伪有三法及三难，方法一曰：考知史志及目录以定其著述之人及其书曾否著录。然周秦之书不皆手著，史志所载之撰人不尽为著述之人，且即便不论史志记载是否能尽举天下之书及或有讹误之处，古书自有别称、单篇别行及后世复出、献自外国等种种情况，故此法不尽可凭，此其难一也。方法二曰：考之本书以验其记载之合否。然古书有不出自一人者，或成于众手，或编次于身后，故“学案与语录同编，说解与经言并载”，又有“笺注标识，混入正文，批答评论，咸从附录”者，以致“语不类生平，事并及于身后”，又古书多有拟托者，“造作语言，设为主客之辞，鸣其荒唐之说，既属寓言，难可庄论”，
故此法容有未尽，此难二也。方法三曰：考之群书之所引用，以证今本是否原书。然古书不免阙佚，加之传抄讹误，编次不同及分合不定，又或后人重辑，疏漏之所难辞而言伪造则非其罪，故此法尚非其至，此难三也。以此三难，是生四误：不知家法之口耳相传而概斥为依托，误一；不察传写之简篇讹脱而并疑为赝本，误二；不明古书之体例而律以后人之科条，误三；不知学术之流派而绳以老生之常谈，误四。余氏所总结之辨别古书真伪的三法、三难及四误可谓简赅，以之审视当时的辨伪方法，可见其只眼独具。

余氏《古书通例》共分四卷，每卷涵括数条通例，每条中详列事例，可谓条分缕析。其卷一为“案著录”，下分“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古书不题撰人”、“古书书名之研究”、“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四条，每条下条列事例，如“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条，以下分别就正史之经籍、艺文六篇之志及四库提要举例说明诸史经籍志有不著录之书。即以《汉书·艺文志》为例，余氏总结其有不著录之书原因有三：一则为民间所有而秘府未收，如《元王诗》也；二则为国家法制不入校雠，如叔孙通之《汉仪》；三则为西汉末年时人著作，未入中秘者，《七略》不录，《汉志》亦不补入。又有可稍加注意处，以《新唐书·艺文志》论书有不著录例，谓有“古书往往不入秘府，而复出于民间”的情况，
以敦煌石室所出唐写本书为例，其间即有出于新旧《唐书艺文志》之外者，此处以出土材料为据，自更具说服力。又如其“古书不题撰人”条，其要谓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递相传习，知其所从出，而以之题名，故古书称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大抵汉晋之后书始多自署名，故今人以古书题名谓某书必为某人自作，则鲜有不抵牾者。
卷二“名体例”，下分“秦汉诸子及后世之文集”、“汉魏以后诸子”、“古书多造作故事”三条。前两条论子、集源流及其分野，畅论源出六经诸子之说。余氏此论子、集之异同及源流嬗变，除可知古今学术之得失外，于古书不皆手著、古书单篇别行及多有附益等情状多所关涉，且对后世以集之体制观照诸子著作以致抵牾处，也颇资鉴镜。“古书多造作故事”条大要谓诸子之书，百家之说，因文见意，随物赋形，或引书以证其言，或设喻以宣其奥，若必为之训诂，务为穿凿，不惟事等刻舟，亦且味同嚼蜡矣。
余氏将古书多造作故事之故之端归为七：一曰讬之古人以自尊其道，二曰造为古事以自饰其非，三曰因愤世嫉俗乃谬引古事以致其讥，四曰心有爱憎，意有所向，则多溢美溢恶之言，叙事遂过其实，五曰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谓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六曰古人引书，唯于经史特为谨严，至于诸子用事，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七曰方士说鬼，文士好奇，乃虚构异闻，造为小说也。由此七端，则可知诸子所记，多出古书，虽有讬词，而不尽伪作；若虽意有未安而事不可尽考，则姑云未详细以待定论。如曰断之自我，是谓尤而效之，曰“盖厚诬古人，与贻误后学，其揆一也”。

卷三“论编次”，其中分“古书单篇别行之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古书之分内外篇”条。如其“古书单篇别行之例”归之有三：一为本是单篇，后人收入总集，其后又自总集内析出单行，二为古书数篇，本自单行，后人收入全书，而其单行之本，尚并存不废，三为本是全书，后人于其中抄出部分以便诵读。 “古书之分内外篇”条例举古书分内外篇之例，条别其状，推求原由，谓以内外篇分为二书者，必其同为一家之学而体例不同者也；凡一书之内自分内外者，多出于刘向，且其外篇大抵较为肤浅，或并疑为依托者。至谓古书之分内外篇，犹后世之文集之有内外也，诗文之见于外集者，特多为作者不存之稿及删去之文，少年之作、未定之论往往杂出其间，所以大致较内集为肤浅，然何可即指为造伪，且内集不皆手定，亦何可尽信，诸子亦类是。若因书中有可疑之处而尽指为伪作，则唐、宋人之集，又何异于古书，而其中即一无可信耶？
又卷四“辨附益”下 “古书不皆手著”条，谓“后人习读汉以后书，又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
此正为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使然。余氏总结后人辑著者言行之状有数端：一曰编书之人记其生平行事附入本书，如后人文集附列传、行状、碑志之类也；二曰古书既多后人所编定，故于其最有关系之议论，并载同时人之辩驳，以著其学之废兴，说之行否，亦使读者互相印证，因以考见其生平，即后世文集中附录往还书札赠答诗文之例也；三曰古书中所载之文词对答，或由记者附著其始末，使读者知事之究竟，犹之后人奏议中之录批答，而校书者之附案说也；四曰古书之中有记载古事、古言者，此或其人平日所诵说，弟子熟闻而笔记之，或是读书时之札记，后人录之以为书也；五曰诸子之中，有门人附记之语，即后世之题跋也。余氏以为“当先明古人著作之体，然后可以读古书”，
若不明古人著作之体例，不能深察著述变迁之迹，而好执当时之例以议古人，则考辩论说，不胜其纷纷矣。

4、 小  结

由于近代疑古辨伪活动的刺激，校雠学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了对古书的反思。以上孙德谦、刘咸炘、余嘉锡三位学者关于古书体例的研究，其直接动因大致皆出于对疑古辨伪活动的回应，且其均深谙校雠之学，故可据之以为资源而发论。其古书体例的论述多瞩目于两个层面：古书部类条别——经、史、子、集源流部别和较为具体的古书通例——名目、篇卷、撰述体例等，基本明确了古书体例研究的大致范畴。

孙德谦是较早的一位以校雠学义例观照疑古辨伪的学者，其对古书体例的总结及古书体例与古书考辨关系的申述，可谓筚路蓝缕，颇能烛照洞微，见前所不见，发前所未发。与孙氏相较，刘咸炘不单以校雠学为资源观照疑古辨伪活动，更能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校雠学展开审视，故相关见解更加入微、更具条理，也更为自觉。刘氏将古书部类条别领出而专论，古书体例另书论列的做法，最能凸显其对古书体例研究更加自觉的体认，实为其后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专论部类衍变、《古书通例》专论古书体例这种更加专门的做法开了先河。余氏二书堪谓疑古辨伪思潮之下传统校雠学转型的某种标志。传统校雠学出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其学实多瞩目于部类条别及编次之法，于具体的古书通例论列相对薄弱。余氏将涵盖于传统校雠学中的对象独立领出，廓清了各自的研究范畴，实际参与并推动了校雠学从传统学问形态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目录学发微》一书作为近代学术转型意义上较早期的阐扬目录学的著作，从校雠学的角度对目录学进行了思考，将这一工作带入了较为深入的层面，丰富了近代目录学理论，参与了近代目录学的形成。《古书通例》将古书体例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这一创造性的工作，在丰富了传统治书之学内涵的同时，使相关研究更系统、全面及精细，而更重要之处在于，以古书体例研究为进路，开展了对疑古辨伪活动的方法论反思，明确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方向。
     总之，对古书疑伪运动的回应与古书疑伪活动一道，成为对古书第一次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精确些，可以说是这两条线索相反相成，辩证地完成了此次对古书的反思。在古书疑伪活动的刺激下，古书体例研究作为回应古书疑伪活动的核心问题被提出，进而将对古书的这次反思带向更广阔、更深邃的思考层面。伴随此后出土文献的问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文献大批量出土的情况，对古书进行新一轮思考的条件日益成熟，而古书体例研究作为其中一个有效的思考进路和重要的研究方向，仍然有着较为鲜活的生命力，不断有研究者对古书成书情况及相关古书体例进行新的探讨和总结，如李学勤先生归纳了古书成书及流传过程中的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形，
李零先生在余嘉锡《古书通例》所总结的古书体例的基础上对古书体例进行了新的归纳，
谢维扬先生从建立完整的古史史料学的基本概念的意义上对古书成书情况及相关古书体例进行了总结，
宁镇疆先生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对古书成书及古书体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而尤可注意者为李锐先生有感于学者多赞颂余嘉锡《古书通例》一书的预见性而少有就《古书通例》本身做进一步研究的情形，结合出土文献对余氏《古书通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基于出土文献而对古书体例进行新的总结和研究，使得我们可以对传统辨伪学，进而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进行更加深入而客观的思考，从而在更高的水准上构建更加科学的古史史料学概念。
（此文原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略有修改）
� 这里借用李学勤先生的讲法，将以“古史辨”为代表的疑古辨伪活动视作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将大批简帛文献出土背景下开展的对古书的重新审视视作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参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一文，收入《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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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刘咸炘《续校雠通义·序目》，见黄曙辉整理《刘咸炘学术论集·校雠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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